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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测度研究

吴艳霞∗，罗　 恒，梁志康
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西安　 ７１００５４

摘要：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迅速，但随之出现的诸多生态安全问题已严重制约其高质量发展。 为综合特征指数法与指标体系

法优势，并诠释社会经济与生态共生发展这一生态安全新内涵，在分析城镇化发展与自然生态相互作用基础上，选取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７ 年长江经济带沿线 １１ 个省市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驱动⁃压力⁃状态⁃影响⁃响应（ＤＰＳＩＲ）”模型、Ｒ 聚类法及变异系数法确

定生态安全指标及其权重，再利用城镇化—自然生态 Ｌｏｔｋａ—Ｖｏｌｔｅｒｒａ 共生模型获得具备生态经济内涵的受力指数、综合特征指

数，实现指标与指数的耦合，更进一步推导出生态安全预警依据。 最后进行实证测度，并根据测度结果进行指标回溯分析生态

安全问题成因，完成逆向解耦。 研究结果表明：（１）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系统发展迅猛，尤其是城镇化驱动力得到

强化，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状况改善幅度并不明显且长期处于城镇化高速发展而生态环境遭受损害的偏害发展模式；（２）长
江经济带 １１ 个省市生态安全格局差异显著，呈现“东西较高，中间偏低”格局； （３）通过指标回溯发现，产业结构发展不均衡、城
镇人口过度扩张、城镇化子系统对生态环境空间的侵占等因素是造成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问题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Ｌｏｔｋａ⁃Ｖｏｌｔｅｒｒａ 共生模型；生态安全；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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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正在历经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生态文明建设愈发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
生态安全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特征之一，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成为

地区乃至国家竞争力的体现。 生态安全不仅指自然环境的生态安全，更包含城镇生态安全、城镇化与自然生

态共生发展的安全。 过去快速的城镇化在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自然资源大量消耗、生态状况恶

化等严重的环境问题，威胁地区生态安全并桎梏地区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
国外关于地区生态安全的研究萌芽于 １９ 世纪，Ｒｏｂｅｒｔ Ｏｗｅｎ 用田园城市描述城镇发展与自然环境应有的

和谐状态［１］。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Ｌｅｓｔｅｒ Ｒ Ｂｒｏｗｎ 初次提出环境生态安全这一概念并进行了并对其进行研究［２］，
１９８９ 年 ＩＡＳＡ 将生态安全定义为人类生命健康、生活环境、资源利用等没有受到直接或间接威胁的一种持续

性状态［３］。 随后伴随全球范围的大规模城镇化和工业化，生态安全成为了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研究成果丰

硕，并由对生态安全的定性定量评价研究逐渐转向了多元化研究，例如生态安全模型构建［４］、生态安全与经

济发展关系［５］、生态补偿机制［６］、国家间生态安全建设能力［７］ 等，而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８⁃９］、生态空间探索

模型［１０］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 国内对于生态安全的研究虽起步相对西方较晚，但相关研究也已得到了长

足发展。 生态安全研究模型涵盖数字地面模型（例如航天遥感源模型、地形图源模型、地面实测源模型） ［１１］、
景观生态模型（例如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法） ［１２⁃１４］、足迹生态模型（例如足迹法） ［１５⁃１７］、数学模型（包括含物元

法、神经网络模型、灰色关联法） ［１８⁃２１］。 研究对对象涵盖城市生态安全［２２］、土地生态安全［２３］、湿地生态安全

等［２４］，随着计算机发展，利用大数据机器学习进行生态安全研究也开始兴起［２５⁃２６］。 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当前

针对我国核心区域城镇化与自然环境共生生态安全的研究仍较少，而如何破解这一生态安全难题，保障地区

城镇化与自然环境共生生态安全并实现两者协调发展，已成为当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座谈会上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作为国家重点战略，必须生态环境保护

和经济发展同步，推动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 标志着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迈入新阶段。 截止 ２０１７ 年，长江

经济带经济总量达 ３７ 万亿，平均城镇化率已达 ５９．６７％，这一节点正是生态承载力受迫增大、经济发展与自然

环境矛盾突出的关键时期，因此从城镇化与自然生态共生视角出发研究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格局演变，探究

其生态安全问题成因，对于长江经济带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由此，本文选取长江经济带 １１ 个省市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数据，基于 Ｌｏｔｋａ⁃Ｖｏｌｔｅｒｒａ 共生模型及 ＤＰＳＩＲ 模

型来构建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测度模型，利用 Ｒ 聚类法和非参数 Ｋ⁃ Ｗ 检验进行指标筛选并采用熵权法进行

指标赋权，构建生态受力指数———共生指数双特征指数进行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预警等级判断及成因分析。
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为长江经济带相关部门优化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提供参考和

借鉴。

１　 研究区域概况、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及数据来源

长江经济带全域涵盖浙江、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四川等 ９ 个省份及上海、重庆两个直

辖市，横跨中国版图的东部、中部、西部，辖域面积达 ２０５ 万 ｋｍ２，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 ２１％，如图 １ 所示。 长

江经济带人口及经济总量则都已经占到了中国经济的 ４０％，具有独特的经济地理优势，能够促进长江下游发

达地区经济增长优势渗透到中上游地区，从而最大限度拓宽长江中上游各省市经济增长空间，有利于长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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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经济互补格局的形成，促进经济面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也正是由于长江经济带部分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

时的粗放式管理，导致该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矛盾日益突出，给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巨大

压力，地区生态安全问题亟待解决。
本文选取长江经济带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数据进行研究，数据选取至 １１ 个省市的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各省市的国民经济及社会运行统计公报、环境统计公报、环保及水利部分发布信息等。 对于部分缺失数

据，利用插值法及相邻近年份的数据补齐。

图 １　 长江经济带区位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１．２　 Ｌｏｔｋａ⁃Ｖｏｌｔｅｒｒａ 共生模型构建

对地区生态安全综合测度方法可以归纳为两大体系［２７］：即特征指数法和指标体系法，特征指数法可以使

得整体测度结果便于直接理解，但单项指标转化为特征指数时会损失其自身的生态经济意义，不利于生态安

全成因分析；指标体系法则相反，单项指标都具有生态经济意义，但经过无量纲处理及加权处理求得综合值

后，反而不具备直观的生态经济意义。 本文综合两者优点，构建特征指数法与指标体系法耦合测度方法。
地区生态安全系统可以视作由城镇化子系统和自然生态子系统共同构成，并受到复杂交互作用机制的影

响。 城镇化发展带来的人口激增、工业污染等问题对自然生态系统发展造成威胁，而随着城镇化发展到一定

高度，城镇化和科技的进步反而能改善自然生态系统发展，典型如新加坡［２８］。 另一方面，自然生态系统发展

的好坏可以对资本流向、人口聚集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进而约束地区城镇化系统发展进程。 两子系统关系

与生物种群共生理论符合，即固定生态系统中存在两各物种，两个物种在自身生存空间基础上存在两种关系：
对生态系统资源的争夺或是互利共生扩充生态系统资源，Ａ．Ｊ．Ｌｏｔｋａ 和 Ｖ．Ｖｏｌｔｅｒｒａ 最先提出即 Ｌｏｔｋａ⁃Ｖｏｌｔｅｒｒａ 共

生模型来描述这一种群关系，该模型如下所示（假设生态系统存在种群 Ｓ１ 和 Ｓ２ ）：
ｄＮ１（ ｔ）

ｄｔ
＝ ｒ１Ｎ１（ ｔ）

Ｋ１ － Ｎ１（ ｔ） － αＮ２（ ｔ）
Ｋ１

（１）

ｄＮ２（ ｔ）
ｄｔ

＝ ｒ２Ｎ２（ ｔ）
Ｋ２ － Ｎ２（ ｔ） － βＮ１（ ｔ）

Ｋ２
（２）

式中， ｒ１ ／ ｒ２ ： Ｓ１ ／ Ｓ２ 增长率； Ｎ１（ ｔ） ／ Ｎ２（ ｔ） ： Ｓ１ ／ Ｓ２ 现存数量； ｋ１ ／ ｋ２ ： Ｓ１ ／ Ｓ２ 环境容纳量； α（β）：Ｓ２ 对Ｓ１（Ｓ１

对Ｓ２） 竞争强度系数； ｔ ：时间； α Ｎ２（ ｔ） ：一个单位 Ｓ２ 侵占 α 个 Ｓ１ 生存空间； βＮ１（ ｔ） ：一个单位 Ｓ１ 侵占 β 个 Ｓ２

生存空间。 α ／ β 符号可正可负可为 ０，分别代表竞争状态 ／扩充对方容量状态 ／无影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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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前述分析，本文引入该模型并构造城镇化———自然生态 Ｌｏｔｋａ⁃Ｖｏｌｔｅｒｒａ 共生模型来测度城镇化子系

统与自然生态子系统共生关系，模型如下所示（此时系统中存在两个子系统：城镇化子系统 Ｆ ／自然生态子系

统 Ｅ）：
ｄＦ（ ｔ）

ｄｔ
＝ ｒＦＦ（ ｔ）

Ｃ － Ｆ（ ｔ） － αＥ（ ｔ）
Ｃ

（３）

ｄＥ（ ｔ）
ｄｔ

＝ ｒＥＥ（ ｔ）
Ｃ － Ｅ（ ｔ） － βＦ（ ｔ）

Ｃ
（４）

式中， ｒＦ ／ ｒＥ ：城镇化子系统 ／自然生态子系统增长率； Ｆ（ ｔ） ／ Ｅ（ ｔ） ：城镇化子系统 ／自然生态子系统综合发

展水平指数； Ｃ ：地区环境容纳量指数； α ：自然生态子系统对城镇化子系统的竞争系数（β 相反）； ｔ ：时间。
α＞０ 表示城镇化子系统受到自然生态子系统侵害；α＜０ 表示自然生态子系统扩充了城镇化子系统环境

容量；α＝ ０ 表示系统间无影响。 （β 分析同理）
１．３　 竞争强度系数测算

为计算出 α ／ β 值，选取 Ｋ 为时间变量来离散化处理式（３）—式（４），假定第 ｋ 年附近，环境容量、竞争强

度系数为常数，处理如下：

Ｆ ｋ ＋ １( ) － Ｆ ｋ( ) ＝ Ｆ ｋ( ) － Ｆ ｋ － １( )

Ｆ ｋ － １( )
Ｆ（ｋ） Ｃ ｋ( ) － Ｆ ｋ( ) － α ｋ( ) Ｅ（ｋ）

Ｃ（ｋ）
（５）

Ｅ ｋ ＋ １( ) － Ｅ ｋ( ) ＝ Ｅ ｋ( ) － Ｅ ｋ － １( )

Ｅ ｋ － １( )
Ｅ（ｋ） Ｃ ｋ( ) － Ｅ ｋ( ) － β（ｋ）Ｆ（ｋ）

Ｃ（ｋ）
（６）

求解式（５）、式（６）可得：

α ｋ( ) ＝
φＦ ｋ( ) Ｃ ｋ( ) － Ｆ（ｋ）[ ]

Ｅ（ｋ）
， β（ｋ） ＝

φＥ（ｋ）Ｃ ｋ( ) － Ｅ（ｋ）[ ]

Ｆ（ｋ）

式中， φＦ ｋ( ) ＝ １ － Ｆ ｋ ＋ １( ) － Ｆ ｋ( )

Ｆ ｋ( )
× Ｆ ｋ － １( )

Ｆ ｋ( ) － Ｆ ｋ － １( )
＝ １ －

γＦ（ｋ ＋ １）
γＦ（ｋ）

，

φＥ ｋ( ) ＝ １ － Ｅ ｋ ＋ １( ) － Ｅ ｋ( )

Ｅ ｋ( )
× Ｅ ｋ － １( )

Ｅ ｋ( ) － Ｅ ｋ － １( )
＝ １ －

γＥ（ｋ ＋ １）
γＥ（ｋ）

（７）

式中， γＦ（ｋ） ／ γＥ（ｋ） 表示 Ｆ（ ｔ） ／ Ｅ（ ｔ）指数增长率

１．４　 生态安全 ＤＰＳＩＲ 模型构建、指标筛选及赋权

１．４．１　 生态安全 ＤＰＳＩＲ 模型构建

更进一步，为求得竞争系数 α ／ β，需要首先求得基本指数 Ｆ（ ｔ） 、 Ｅ（ ｔ） 、Ｃ。 为此，本文在参阅相关文献基

础上［２９⁃３５］，基于“驱动⁃压力⁃状态⁃影响⁃响应（ＤＰＳＩＲ）”模型构建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以此求得 Ｆ（ ｔ） 、
Ｅ（ ｔ） 、Ｃ 等指数，其模型框架如图 ２ 所示。

图中 Ｄ 代表的是城镇化驱动力，对资源环境有正向增益作用。 图中 Ｐ 代表的是城镇化压力，对资源与环

境状态造成胁迫。 城镇化动力和压力共同构成城镇化子系统发展水平指数 Ｆ 测度指标。 图中 Ｓ 代表的是资

源与环境状态，反映当下环境容量水平，。 图中 Ｒ 代表的是人类响应，反映人类为改善生态环境所付出的行

动，可以提升环境容量水平。 资源与环境状态、人类响应共同构成环境容量水平 Ｃ 测度指标。 图中 Ｉ 表示的

是生态影响，反映前述诸多因素下生态环境受到的影响。 用于测度生态水平指数 Ｅ。
１．４．２　 指标筛选

本文利用 Ｒ 聚类法和变异系数法对初选的 ３１ 个指标进行筛选。 使用 Ｒ 聚类法的目的在于将初选指标

中信息相同者归为一类，进一步让各类指标代表不同信息，保障各类指标彼此独立，信息不重复。 使用变异系

数法目的在于求得所选取指标的信息量大小，每类中信息量大者保留，信息量小者删除，由此保障所保留的指

标尽可能具备最大鉴别度。 步骤如下：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对标准化数据聚类，最后进行非参数

Ｋ⁃Ｗ 检验并利用变异系数法筛选出具有最强鉴别度、信息含量最大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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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驱动力子系统D

城镇化压力力子系统P

资源与环境状态子系统S

人类响应子系统R

生态影响子系统I

减轻压力

提供资源 产生影响

改善状态

施加压力

改善状态

提供条件

引起反思

提取

城镇化发展水平指数F 环境容量指数C 生态水平指数E

图 ２　 “驱动⁃压力⁃状态⁃影响⁃响应（ＤＰＳＩＲ）”模型框架图

Ｆｉｇ．２　 “Ｄｒｉｖ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ｔａｔｅ⁃ｉｍｐａｃ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ＤＰＳＩＲ） ” ｍｏｄｅｌ ｆｒａｍ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根据上述步骤基于长江经济带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数据进行指标筛选，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指标筛选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目标层
Ｔａｒｇｅｔ ｌｅｖｅｌ

准则层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ｌｅｖｅｌ

指标层
Ｉｎｄｅｘ ｌｅｖｅｌ

分类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Ｗ 检验值
Ｋ⁃Ｗ ｔｅｓｔ
ｖａｌｕｅ

变异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结果
Ｒｅｓｕｌｔｓ

城镇化与自然 城镇化驱动力（Ｄ） 城镇化率 ／ ％ 第 １ 类 ０．７６８ ０．２０４６ 删除

生态协调发展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 ０．２８９７ 保留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万人医生数量 ／ （人 ／ 每万人） 第 ２ 类 ０．２１７２ 保留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ｉｎ 万人大学生数量 ／ （人 ／ 每万人） 第 ３ 类 ０．１４４３ 保留

ｈａｒｍｏｎｙ 地区生产总值 ／ 亿元 第 ４ 类 ０．９３７ ０．６０８８ 保留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 亿元 ０．２７５７ 删除

固定资产投资 ／ 亿元 ０．４５８９ 删除

城镇化压力（Ｐ） 单位 ＧＤＰ 能耗 ／ （吨标准煤 ／ 万元） 第 １ 类 ０．９９６ ０．２４６９ 删除

二氧化硫排放量 ／ 吨 ０．５８７１ 保留

单位 ＧＤＰ 电耗 ／ （ｋＷ ｈ ／ 万元） ０．２６９６ 删除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 万 ｔ 第 ２ 类 ０．５２７７ 保留

人口自然增长率 ／ ％ 第 ３ 类 ０．３４２９ 保留

城镇人口密度 ／ （人 ／ ｋｍ２） 第 ４ 类 ０．３０１０ 保留

废水排放总量 ／ （万 ｔ） 第 ５ 类 ０．４７７０ 保留

资源与环境 人均道路面积 ／ （ｍ２ ／ 人） 第 １ 类 ０．９９１ ０．２７７９ 保留

状态（Ｓ）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０．０５６８ 删除

人均住房面积 ／ （ｍ２ ／ 人） ０．１２７９ 删除

人均能源消费量 ／ 千克标准煤 第 ２ 类 ０．３９２２ 保留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 （ｍ２ ／ 人） 第 ３ 类 ０．２０２５ 保留

人均水资源量 ／ （ｍ３ ／ 人） 第 ４ 类 ０．５９２３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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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目标层
Ｔａｒｇｅｔ ｌｅｖｅｌ

准则层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ｌｅｖｅｌ

指标层
Ｉｎｄｅｘ ｌｅｖｅｌ

分类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Ｗ 检验值
Ｋ⁃Ｗ ｔｅｓｔ
ｖａｌｕｅ

变异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结果
Ｒｅｓｕｌｔｓ

人类响应（Ｒ） 科研投入额度 ／ 亿元 第 １ 类 ０．９２２ ０．９７６９ 保留

环保投入额度 ／ 亿元 ０．２５１４ 删除

固废综合利用率 ／ ％ 第 ２ 类 ０．７６７ ０．３４３３ 保留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０．０２０４ 删除

造林总面积 ／ 千 ｈｍ２ 第 ３ 类 ０．７９３５ 保留

第三产业占比 ／ ％ 第 ４ 类 ０．１４２９ 保留

生态影响（Ｉ） 森林覆盖率 ／ ％ 第 １ 类 ０．９７４ ０．４０９１ 保留

空气质量优于二级天数占比 ／ ％ ０．１１９８ 删除

人均耕地面积 ／ （ｈｍ２ ／ 人） 第 ２ 类 ０．４４５９ 保留

自然保护区覆盖率 ／ ％ 第 ３ 类 ０．６１９５ 保留

可吸入颗粒物平均浓度 ／ （μｇ ／ ｍ３） 第 ４ 类 ０．２０１２ 保留

１．４．３　 指标赋权

利用熵权法对筛选出来的 ２１ 个指标进行赋权，计算权重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指标权重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ｗｅｉｇｈｔｓ

目标层
Ｔａｒｇｅｔ ｌｅｖｅｌ

准则层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ｌｅｖｅｌ

指标层
Ｉｎｄｅｘ ｌｅｖｅｌ

指标释义
Ｉｎｄｅｘ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属性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城镇化发展水平指数 Ｆ 城镇化驱动力 Ｄ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 经济消费驱动力 正向 ０．０４５４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ｅｘ Ｆ 万人医生数 ／ （人 ／万人） 医社会保障驱动力 正向 ０．０４８６

万人大学生数 ／ （人 ／万人） 人才驱动力 正向 ０．０５００

地区生产总值 ／ （亿元） 经济强度驱动力 正向 ０．０４４０

城镇化压力 Ｐ 二氧化硫排放量 ／ （万 ｔ） 空气环境压力 逆向 ０．０５０８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 ／ （万 ｔ） 工业污染压力 逆向 ０．０５２３

人口自然增长率 ／ ％ 人口增长压力 逆向 ０．０４９０

城镇人口密度 ／ （人 ／ ｋｍ２） 人口承载压力 逆向 ０．０４８５

废水排放总量 水环境污染压力 逆向 ０．０５０４

环境容量指数 Ｃ 资源与环境状态 Ｓ 人均道路面积（ｍ２ ／人） 城市建设状态 正向 ０．０４７８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人均能源消费量（千克标准煤） 能源状态 正向 ０．０４９９

ｉｎｄｅｘ Ｃ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ｍ２ ／人） 城市绿化状态 正向 ０．０４７７

人均水资源量（ｍ３ ／人） 水资源状态 正向 ０．０４７５

人类响应 Ｒ 科研投入额度 ／ （亿元） 科技响应 正向 ０．０３７３

固废综合利用率 ／ ％ 工业响应 正向 ０．０５００

当年造林面积 ／ （ｈｍ２） 林业响应 正向 ０．０４１０

第三产业比重 ／ ％ 产业结构响应 正向 ０．０４７０

自然生态水平指数 Ｅ 生态影响 Ｉ 森林覆盖率 ／ ％ 森林资源影响 正向 ０．０４７５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人均耕地面积 ／ （ｈｍ２ ／人） 耕地资源影响 正向 ０．０４９５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ｅｘ Ｅ 自然保护区覆盖率 ／ ％ 自然资源保护影响 正向 ０．０４５０

可吸入颗粒物平均浓度 ／ （μｇ ／ ｍ３） 大气环境影响 逆向 ０．０５０８

１．５　 综合特征指数的构造及生态安全判据

基于竞争系数 α、β 来可以判断出城镇化子系统受力方向及自然生态子系统受力方向，如图 ３ 所示。 进

一步可以求得城镇化子系统受力指数 ＳＦ（ｋ） 及自然生态子系统受力指数 ＳＥ（ｋ） ，受力指数表明某一系统对

另一系统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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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Ｆ ｋ( ) ＝ － α ｋ( ) ＝ －
φＦ ｋ( ) Ｃ ｋ( ) － Ｆ（ｋ）[ ]

Ｅ（ｋ）
（８）

ＳＥ ｋ( ) ＝ － β ｋ( ) ＝ －
φＥ（ｋ）Ｃ ｋ( ) － Ｅ（ｋ）[ ]

Ｆ（ｋ）
（９）

在此基础上，本文构造出包含两子系统相互作用特征的的综合特征指数，即共生度指数 Ｓ（ｋ） ：

Ｓ ｋ( ) ＝ ＳＦ ｋ( ) ＋ ＳＥ（ｋ）
　
ＳＦ２ ｋ( ) ＋ ＳＥ２ （ｋ）

（９）

此处 共生度指数 Ｓ（ｋ） 表征城镇化子系统与自然生态子系统共生关系的优劣程度，测度结果具有明确的

生态意义。

图 ３　 城镇化子系统———自生态子系统共生关系分类图

Ｆｉｇ．３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ｆｒｏｍ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

由数学关系式可知 Ｓ（ｋ） 值域为 ［ － ２ ， ２ ］ ，共生指数值越大表明城镇化子系统与自然生态子系统共生

协调发展越好，但是共生指数与地区生态安全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只是如此简单的对应，为避免传统设定生态

安全评判依据时的主观性，本文以生态受力指数 ＳＥ（ｋ） ———共生指数 Ｓ（ｋ） 双特征指数来构建长江经济带生

态安全判断依据。 双特征指数演变状况可由城镇化———自然生态二维共生模型来表示，如图 ４ 所示。
在二维共生模型中，生态安全被分为 ６ 个区域，这六个区域相互递进，符合生态安全在演变过程中存在着

渐进性的规律。 在安全区，城镇化子系统与自然生态子系统处于互利共生状态，彼此扩充生存空间；在亚安全

区，自然生态系统虽然仍处于增益状态，但这是以牺牲城镇化发展为前提的生态安全，处于不稳定状态；如果

城镇化系统持续受损，将转入敏感区，此时城镇化系统收到的损害要大于自然生态系统的获利，这一状态若持

续，将使得两子系统处于竞争状态，两者都受到伤害，即位于危险区；在风险区，城镇化系统获得弱利而自然经

济受损，此时人类若能认识到这一状况并采取措施改善环境，则可能从风险区跨越至康复区，使得生态安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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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好转，并有机会进入安全区域。

图 ４　 城镇化———自然生态二维共生模型

Ｆｉｇ．４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生态安全状态划分为 ６ 类，对应 ６ 个生态安全预警等级（以颜色标注），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生态安全状态和预警等级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ｓ

序号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生态受力指数 Ｓ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ＳＥ

共生度指数 Ｓ（ ｔ）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ｉｎｄｅｘ
Ｓ（ ｔ）

两子系统共生协调关系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ｓ

安全状态
Ｓａｆｅ ｓｔａｔｅ

预警等级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

１ Ｆｉｒｓｔ ＳＥ（ ｔ）＞０ １＜Ｓ（ ｔ）＜ ２ 城镇化自然生态互利共生 安全级 绿色安全

２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Ｅ（ ｔ）＞０ ０＜Ｓ（ ｔ）＜１ 城镇化受弱害自然生态获强利 亚安全级 蓝色预警

３ Ｔｈｉｒｄ ＳＥ（ ｔ）＜０ ０＜Ｓ（ ｔ）＜１ 城镇化获强利自然生态受弱害 康复级 黄色预警

４ Ｆｏｕｒｔｈ ＳＥ（ ｔ）＞０ －１＜Ｓ（ ｔ）＜０ 城镇化受强害自然生态获弱利 敏感级 橙色预警

５ Ｆｉｆｔｈ ＳＥ（ ｔ）＜０ －１＜Ｓ（ ｔ）＜０ 城镇化获弱利自然生态受强害 风险级 紫色预警

６ Ｓｉｘｔｈ ＳＥ（ ｔ）＜０ － ２ ＜Ｓ（ ｔ）＜－１ 城镇化自然生态互相损害 恶化级 红色危险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状态综合评判结果分析

通过对长江经济带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生态安全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城镇化系统发展水平指数、自然生态

系统发展水平指数、环境容量指数等基本指数，如图 ５ 所示。
由图 ５ 可知，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子系统发展水平指数总体而言呈上涨趋势，由 ２００６ 年的 ０．１３３５ 上涨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０．２８０８。 究其原因，一方面，随着过去 ２０ 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长江经济带社会经济水平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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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改善，城镇化驱动力动力提升显著，经济增长强度、经济消费活力、高素质人才比例、人民生活保障等影响

因素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科技进步及环保治理意识的增强，长江经济带

城镇化压力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这种压力的减轻分布并不均匀，以上海、浙江为代表的长江下游省市城镇

化压力改善程度明显优于长江中上游城市，这一问题值得重视，例如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０ 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

展水平指数出现下降趋势，其原因就在于部分省份城镇化压力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超过了城镇化驱动力带来

的提升效应，典型如四川省在 ２００６ 年二产占比增长幅度较大，工业化进程加快，直至 ２０１１ 年二产占比达到

４７．８ 的巅峰后才出现下降，随之而来的工业污染增加给地区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 同时随城镇化步伐的

加快，人口的大量聚集也给地区生态承载力安全线造成了胁迫，这一点在新兴大型城市表现尤为明显。
长江经济带环境容量指数在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７ 年间一直呈平稳上升状态，由 ２００６ 年的 ０．０２１３ 上升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０．３３０６。 环境容量指数的上涨来来自于两个支撑点，其一，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总体提高使长江经济带资

源与环境状态得到了改善，诸如能源资源状态、城市绿化状态、城市建设状态都得到稳步提升，这一点值得肯

定；其二，人类的响应对于长江经济带环境容量的扩充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方面，长江经济带第三产业总体而

言不断提升，出现了由东向西的产业升级进程，改造或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已成为产业发展的共识，同时长

江经济带大部分省份对环境污染的处理效率也得到加强，另一方面，科研投入力度不断增大，人类改善环境能

力得到强化，再加上政府主导的造林规模不断扩大，为长江经济带生态承载力改善做出了一定贡献。
长江经济带自然生态子系统发展水平指数整体而言增长缓慢且波动状态显著。 其中值得肯定的是长江

经济带整体森林覆盖率呈上升趋势，森林资源结构和森林生态涵养功能得到增强，同时长江经济带空气质量

也得到了明显改善，这也是自然子系统发展水平指数增长的重要原因。 但伴随城镇化而来的是对耕地生态空

间的不断挤压，间接导致了地区自然生态水平增益速度缓慢，这一点应当警惕。

图 ５　 长江经济带基本指数测度结果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ｄｅｘ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根据对城镇化发展水平指数 Ｆ、自然生态发展水平指数 Ｅ、环境容量指数 Ｃ 等基本指数的测度结果，本文

对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６ 年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状态（城镇化———自然生态共生协调状况）进行综合评判并给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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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预警等级，如图 ６ 所示。
由图 ６ 可得，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子系统受力指数除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６ 年小于 ０ 以外，其余年份皆大于 ０，这

一结果表明长期以来长江经济带自然生态子系统对城镇化子系统的作用力基本为正，对城镇化子系统发展起

到了促进作用。 而长江经济带自然生态受力指数在 ２００９ 年大于 ０，同时 ２００９ 年共生度指数也大于 ０，按照前

述构建的生态安全评判标准，２００９ 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子系统与自然生态子系统处于互利共生的协调状态，
生态安全状况位于安全区，然而其余年份自然生态受力指数皆小于 ０，表明自然生态系统长期受负向作用力，
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自然生态子系统发展受到了抑制作用。 尤其是在 ２０１０ 年与 ２０１６ 年两年，共生度指数

甚至低于－１，此时生态安全处于红色危险区，城镇化子系统与自然生态子系统处于相互竞争，如若能积极改

善生态环境状况，缓解生态承载力压力，有希望进入康复区，否则只会持续恶化环境，不利于长江经济带可持

续发展，。 这也更加表明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状态受城镇化子系统与自然生态子系统共同作用，取决于两子

系统的共生协调程度。

图 ６　 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状态及预警结果

Ｆｉｇ．６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２．２　 各省份生态安全状态及预警等级评判结果分析

在此基础上，本文对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６ 年长江经济带 １１ 个省市生态安全受力状况及共生指数进行具体测

度，并得到其生态安全状态及预警等级评判结果，如图 ７、图 ８、图 ９ 及表 ４ 所示。 由图 ７、图 ８、图 ９ 可知，长江

经济带生态安全格局空间差异明显，未出现明显好转，个别地区生态安全状况出现回落状况，生态安全位于安

全区省份有所减少。 整体生态安全格局由 ２００７ 年的“中部较高，两侧偏低”格局转向 ２０１０ 年的“普遍偏低格

局”再到 ２０１６ 年的“东西较高，中部偏低”格局。

图 ７　 生态安全格局（２００７）

Ｆｉｇ．７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２００７）
图 ８　 生态安全格局（２０１０）

Ｆｉｇ．８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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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生态安全格局（２０１６）

Ｆｉｇ．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２０１６）

　 　 由表 ４ 具体分析，在 ２０１６ 年生态预警状态为绿色

安全（ＳＥ（ ｔ）＞０，１＜Ｓ（ ｔ） ＜ ２ ）的地区为四川省和浙江

省，表明在 ２０１６ 年这两个省份城镇化子系统与自然生

态子系统尚处于相互增益状态，通过对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

生态安全相关指数变化情况的分析，这两个地区生态安

全状况演变趋势呈现如下特征：
就城镇化子系统受力指数 ＳＦ 而言，浙江省和四川

省近年来城镇化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受到自然生态子系

统的正向作用力。 尤其是浙江省作为沿海发达地区的

典型代表，近年来经济发展势头尤为强劲，而四川作为

长江上游地区经济发展领头羊，社会经济发展表现不

俗。 结合自然生态系统发展水平指数 ＳＥ 与共生度指

数 Ｓ 来看，浙江省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仍对自然生态造成了负向影响，生态安全格局呈“Ｕ”型变化，由 ２００７
年的城镇化子系统获强利自然生态子系统受弱害演变至 ２０１３ 年城镇化子系统获弱利自然生态子系统受强

害，直至 ２０１５ 年才逐渐步入生态安全康复区，并于 ２０１６ 年进入生态安全区，自然生态子系统开始获利，并与

城镇化子系统互利共生。 工业污染对浙江省带来的生态胁迫并不如其他省份显著，但人口增长率的逐年提升

以及人口聚集带来的城市人口密度激增却对区域环境承载力带来了不少压力。 浙江省第三产业占比仅次于

上海市，未来随着产业结构的继续优化，有希望继续保持城镇化子系统与自然生态子系统共生协调发展状态。

表 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年各城市生态安全预警等级评判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Ｊｕｄｇ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ｓ ｆｏ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城市 Ｃｉｔｙ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上海 红色危险 黄色预警 红色危险 黄色预警 红色危险

江苏 黄色预警 紫色预警 黄色预警 黄色预警 紫色预警

浙江 黄色预警 绿色安全 黄色预警 黄色预警 紫色预警

安徽 黄色预警 绿色安全 绿色安全 黄色预警 黄色预警

江西 绿色安全 蓝色预警 绿色安全 黄色预警 黄色预警

湖北 绿色安全 绿色安全 橙色预警 橙色预警 绿色安全

湖南 绿色安全 绿色安全 绿色安全 黄色预警 橙色预警

重庆 橙色预警 黄色预警 绿色安全 橙色预警 黄色预警

四川 绿色安全 绿色安全 绿色安全 绿色安全 绿色安全

云南 黄色预警 紫色预警 橙色预警 黄色预警 蓝色预警

贵州 绿色安全 绿色安全 绿色安全 红色危险 紫色预警

城市 Ｃｉｔｙ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上海 红色危险 黄色预警 黄色预警 绿色安全 黄色预警

江苏 黄色预警 黄色预警 绿色安全 绿色安全 黄色预警

浙江 红色危险 紫色预警 橙色预警 黄色预警 绿色安全

安徽 绿色安全 绿色安全 绿色安全 黄色预警 黄色预警

江西 黄色预警 黄色预警 绿色安全 黄色预警 黄色预警

湖北 绿色安全 橙色预警 黄色预警 绿色安全 紫色预警

湖南 绿色安全 绿色安全 黄色预警 绿色安全 紫色预警

重庆 紫色预警 红色危险 绿色安全 绿色安全 红色危险

四川 绿色安全 绿色安全 紫色预警 紫色预警 绿色安全

云南 绿色安全 绿色安全 蓝色预警 绿色安全 黄色预警

贵州 紫色预警 黄色预警 绿色安全 黄色预警 紫色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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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２００７ 年来长期处于城镇化子系统与自然生态子系统互利共生状态，同时兼顾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的自

然环境保护，然而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生态安全跌入自然生态受损的偏害模式，意味着这短时间该地区不仅无法满

足自然生态建设要求，城镇化发展也受到损害或只能获取弱利，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四川省二产占比逐年增加

后，工业污染处理效率反呈下降趋势，而自然生态受损反过来也进一步抑制城镇化子系统发展，这一状况在

２０１５ 年后得到改善。
在 ２０１６ 年生态预警状态为黄色预警（ＳＥ（ ｔ）＜０，０＜Ｓ（ ｔ）＜１）的地区为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云

南省。 表明在 ２０１６ 年这五个省市城镇化子系统获强利而自然生态子系统受弱损，城镇化子系统的发展在一

定程度上阻碍了自然生态子系统的发展，此时生态安全位于康复区，未来若提升城镇化子系统对自然生态的

增益作用，则有机会步入绿色安全区。 通过对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生态安全相关指数变化情况的分析，五个省市生

态安全状况演变趋势呈现如下特征：
上海市生态安全状态以 ２０１３ 年为分水岭，２０１３ 年以前城镇化发展水平虽然表现强势，但与自然生态共

生协调程度堪忧，２０１３ 年以后协调程度逐渐回升，对自然生态胁迫有所降低。 一方面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

心，对人口吸引力巨大，高密度人口聚集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生态承载力，部分年份环境容量指数甚至出现下降

状态，另一方面，作为高城镇化率地区，上海森林覆盖、自然保护区状况低于长江经济带平均水平，生态更具脆

弱性，未来应当更加注重对生态承载力的保护。 江苏省作为工业大省，生态环保压力同样巨大，与四川相比，
江苏对于工业“三废”及生活污染物的处理力度较大，科研投入力度也冠居长江经济带，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

城镇化压力，同时也保证了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 安徽省生态安全状况较好，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城镇化子系

统与自然生态子系统处于共生协调状态，但 ２０１５ 年以后自然生态子系统受到弱害，自然生态子系统发展水平

指数出现下降，生态安全进入偏害模式，安徽省目前仍处于第二产业占绝对主导的阶段，必须加快产业转型升

级步伐。 江西省自然资源丰富，森林资源更是名列前茅，但城镇化发展水平不足使得江西省自然生态受到一

定程度的损害，城镇化与自然生态无法保持持续的共生协调状态，尤其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６ 年，生态受力指数皆为

负，表明江西仍处于牺牲环境发展社会经济的模式，生态建设水平有待提升。 云南省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４ 年生态

安全为蓝色预警，处于亚安全区，典型的城镇化子系统发展受到抑制，再加上云南省城镇化驱动力与长江经济

带其余地区相比较弱，未来应当进一步加强城镇化与自然生态的协调发展。
在 ２０１６ 年生态预警状态为紫色预警（ＳＥ（ ｔ）＜０，－１＜Ｓ（ ｔ）＜０）的省市为湖北省、湖南省、贵州省。 表明这 ３

个省份自然生态子系统受到负向作用力，且受损值已经超过社会经济子系统的获利值，共生指数小于 ０，意味

着地区生态环境已经突破了安全底线，位于风险区。 通过对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生态安全相关指数变化情况的分

析，３ 个省份生态安全状况演变趋势呈现如下特征：
湖北省在 ２０１６ 年以前多次出现橙色预警，表明这些年份已经呈现出自然生态提升缓慢同时反向影响城

镇化发展的现象，这是湖北省生态安全格局演变过程中的重要特征，且其生态安全在 ２０１６ 年已跌落至风险

区。 湖北省科研及教育实力名列长江经济带前茅，但就全省而言仍以资源消耗性企业为主，不利于城镇化与

自然生态的协调发展，未来应当抓住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契机，带动长江中游地区实现经济的绿色高质

量发展。 湖南省在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４ 年间环境容量指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跌，随后自然生态指数也出现下降

趋势，且 ２０１６ 年生态受力指数为负，表明生态环境已受到城镇化影响，值得警惕。 贵州省在 ２００９ 年以后生态

受力指数多数为负，处于牺牲环境发展经济模式。 贵州省第三产业占比在整个长江经济带中相对偏低，还有

很大发展空间，贵州近几年大力发展大数据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布局，未来自然生态受压状态有希望得到

缓解。

在 ２０１６ 年生态预警状态为红色预警（ＳＥ（ ｔ）＜０，－ ２ ＜Ｓ（ ｔ）＜－１）的省市为重庆市。 表明重庆市城镇化子

系统与自然生态子系统相互竞争，生态安全格局处于危险状态。 一方面重庆市作为全国综合性工业基地，冶
金化工、机械制造、纺织等传统工业部门实力较强，另一方面重庆偏远地区发展缓慢，经济基础薄弱，第一产业

比重较大，地区内部发展不均衡现象突出，二元经济结构影响了重庆市产业结构升级步伐，城镇化发展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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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发展严重不协调。 导致了生态承载力遭到了巨大压力，未来应当更加注重生态承载力的恢复。

３　 结论与对策建议

３．１　 结论

长江经济带战略是中国改革开放转型实施新区域开放开发战略，但是近年来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长江

经济带沿线省市也出现了诸多生态安全问题，严重制约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 本文通过构建 Ｌｏｔｋａ⁃
Ｖｏｌｔｅｒｒａ 共生模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 １１ 个省市生态安全状况进行测度并分析了其成因，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１）从时间格局上看，整体而言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系统发展迅猛，尤其是城镇化驱动力得到强化，地区社

会经济得到明显提升，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改善状况幅度并不明显，且长江经济带长期处于城镇化高速发

展而生态环境遭受损害的偏害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属不可持续模式，若不及时改善，不仅损害长江经济带生态

环境，也将使得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遭到反噬，人口、资本流入受阻，生态安全最终掉入恶化区。
从空间格局而言，长江经济带 １１ 个省市生态安全格局差异显著，呈现“东西较高，中间偏低”格局。 浙江

省和四川省生态安全状态提升明显，已实现城镇化与自然生态的共生协调发展。 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江
西省、云南省等 ５ 省市处于生态弱害状态，未来有希望由康复区过渡至安全区。 湖北省、湖南省、贵州省等 ３
省在 ２０１６ 年处于城镇化获弱利而自然生态受强害状态，表明受损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抑制了城镇化发展。 重

庆市处于对称竞争状态，发展极不协调，值得警惕。
（２）通过指标回溯发现，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问题主要来自于以下几方面：一是长江中上游地区产业结

构仍有待优化，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给长江经济带沿线自然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且部分省份对环境污

染的处置效率较低，双重作用使得生态安全问题日趋严重；二是长江经济带集中了全国 ４０％的人口，人口高

度聚集进一步压迫了长江经济带生态承载空间；三是城镇空间布局缺乏规划，城镇绿化、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不

完善，导致部分地区宜居度低，生态环境进一步影响投资流动、人口流动的导向。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部分省份生态安全状况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波动性，以贵州省为例，贵州省 ２００７ 年

至 ２００９ 年一直处于生态安全状态，２０１０ 年开始出现生态安全危机，其后逐渐好转，但在 ２０１５ 年再次转向黄

色预警并有恶化趋势。 对于这一现象考虑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生态环境相对于城镇化发展的滞后性，城镇化

的迅速发展并未立即带来生态环境的同步提升，反而前期发展对环境的副作用在近期开始体现，而随着城镇

化发展的进一提升自然生态开始出现好转，而自然生态的滞后发展带来的影响又进一步影响后期城镇化发

展，从而整体呈现波动式前进。 另一方面，考虑到城镇化子系统与自然生态子系统共生关系优劣程度的转变，
由城镇化———自然生态二维共生模型可以看出，共生关系的演变对生态安全预警影响较大，两子系统获利或

受到损害大小的不同使得共生关系在互利共生、偏利共生、对称竞争之间产生变动。 ２００９ 年到 ２０１０ 年贵州

省两子系统共生关系经历了由优到劣的转变，并一直持续到 ２０１２ 年，且多为城镇化子系统对自然生态子系统

的伤害大于自然生态子系统对城镇化子系统的增益，后期伤害减弱而增益增加，共生关系变化使得生态安全

呈现一定的波动性。
从基础的指标选取来看，虽然通过指标筛选能够尽可能科学合理的得到所需指标，但城镇化与自然生态

的联系较为复杂，目前也无统一、权威的生态安全指标确定原则，较难达成共识，国内外研究学者都在不断探

索中。 本文尽可能选取详尽且覆盖多方面的指标但仍难避免疏漏，同时指标筛选过程中也会排除掉部分指

标，这些都可能带来最终结果的不完善，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３．２　 对策建议

（１）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应当加快步伐优化地区产业结构，粗放式的产业扩张不仅使得城镇化发展在后

期增长乏力，对生态环境更是造成了巨大伤害，要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禁止在长江经济带沿线生态脆弱

区新增高污染、高能耗的工业项目，及时淘汰落后产能。 另一方面，严格污染排放、生产能耗、质量安全标准，
倒逼相关企业自我改革，促进地区产业分布优化。 同时长江经济带要做好生态保护红线的严格划定，出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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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自然资源保护政策，减轻土地开发轻度，提升各地区城镇化用地效率并优化国土资源利用格局，缓解当前

对地区生态承载力造成的压力。
（２）加快高素质人才吸引步伐，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要尽快实现由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格局转向知识

密集型经济发展格局，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各省市应当依托自身地理、交通优势，培育本土优势高新产业，推动

长江经济带全产业链实现高质量发展；各省市还需根据本土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低能耗低污染的绿色服务

业，如生态旅游、生态农业，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保护长江经济带的“青山绿水”，减轻长江经济带

生态压力。
（３）提升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空间联动发展水平。 自然生态发展水平具备空间传导效应，以高生态位地

区为中心点将带动周边低生态位地区产生积极响应，若能据此对长江经济带沿线 １１ 个省市因地制宜实施科

学合理的整体发展规划，激发各省份之间的联动效应，将促进长江经济带整体生态环境迈向新台阶。 对于长

江下游省市，要充分发挥其经济发展优势辐射长江中上游地区，实现地区产业的转型升级，稳步提升生态环境

质量，对于长江中上游城市，可以充分发挥其沿长江交通优势，在保证生态承载力红线的基础上，逐步承接长

江下游地区产业传导，完善长江流域经济生态走廊，最终实现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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